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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基础设施对制造业 GVC
分工地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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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的匹配数据, 采用双向固定效应以及 Tobit 广义线性回归估计方法, 实证检验了数

字基础设施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 研究发现: 数字基础设施对中国制

造业企业的价值链分工地位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该结论在各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

立; 数字基础设施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价值链分工地位影响的现实效应, 在不同地

区、 不同所有制企业以及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之间, 均表现出差别化的作用力; 制

造业企业成本降低与效率提升, 是数字基础设施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分工地

位的主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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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自 2001 年加入 WTO 以来, 中国充分发挥自身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体系等方面的

比较优势, 积极参与国际分工, 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之中, 成为 “世界工厂”, 但全

球价值链 “低端锁定” 困局逐渐成为制约中国制造业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如今,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数字技术正在迅速地改变各个国家制造业以及全

球价值链的格局。 在此过程中, 为制造业提供现代化数字转型、 智能升级、 融合创新

等服务的数字基础设施无疑是各国推进数字贸易、 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石。 因

此, 深入研究数字基础设施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效应问题, 不仅有助于

国际贸易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2 年第 5 期

[收稿日期] 2022-02-18
[基金项目] 2021 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 “习近平关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重要论述研究”

(2021SJZDA010), 江苏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与江苏开

放型经济研究” (22EYB014)
[作者简介] 戴翔 (1980—　 ), 男, 安徽合肥人, 无锡太湖学院商学院首席教授, 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教

授、 博士生导师, 博士, 研究方向: 国际贸易; 马皓巍 (1999—　 ), 男, 贵州贵阳人, 南京审

计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国际贸易; 杨双至 ( 1997—　
 

), 女, 浙江杭州人,
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国际贸易



- 21　　　 -

厘清数字基础设施服务于中国数字经济背景下国际贸易的内在机理, 更能为中国深入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建立完善的技术创新体系提供理论支撑。
在影响中国参与价值链分工的因素方面, 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数字经济最可见

的部分, 如人工智能 (吕越等, 2020)、 互联网 (施炳展和李建桐, 2020) 等方面,
很少有文献从数字基础设施层面对中国全球价值链的参与进行考察, 而这恰恰忽视了

数字经济背后最基本的生产力进步源泉, 同时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突破的空间。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快速演进, 在推动世界经济繁荣发展的同

时, 也带来了参与机会不均等和分工地位不平等的问题和矛盾。 尤其是后者, 对于发

展中国家而言, 如何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 改善分工地位, 是理论和实践部门关注

的重要问题。 在此背景下, 如何更好地发挥中国在重构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 进一

步实现分工地位的改善, 已成为学者们广泛关注的重要命题。 目前学界已经从外商

直接投资 (罗伟和吕越, 2019)、 人力资本 (戴翔和刘梦, 2018)、 制造业服务化

(刘斌等, 2016) 等多个角度, 对影响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因素进行了深入探

讨, 但鲜有文献聚焦数字基础设施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在传统的国际经济学研究中, 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 诸如港口、 机场、 铁路、

公路等传统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程度, 对一国开展国际贸易有着显著影响。 例

如, 包括 “硬” 基础设施和 “软” 基础设施在内的传统基础设施, 可以通过降低

企业生产成本 ( 张光南等, 2014)、 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 Wan
 

和
 

Zhang,
2017)、 提高企业边际生产率和边际投资回报 (Eden

 

和
 

Kraay, 2014) 等渠道, 帮

助企业从全球价值链中获利, 从而有助于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 实现价值链升

级。 发达的基础设施不仅能够缩短企业、 地区之间的地理距离, 还能够整合全球价

值链 (Klaus, 2014), 从而使制造业能够更好地共享劳动力资源, 享受知识溢出效

应, 进一步地形成产业集聚 (刘奕等, 2017)。 不仅如此, 已有研究表明更为完善

的基础设施能够有助于降低物流运输成本、 降低交易成本, 从而对贸易增长产生显

著的促进作用 (Limão 和 VENABLESA, 2001)。 甚至有研究还发现, 更为完善的基

础设施对一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也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王永进等, 2010)。
综上可见, 现有研究主要分析传统基础设施的作用, 即便有从数字经济角度开

展的零星研究, 也未能聚焦于数字基础设施本身。 与现有文献相比, 本文可能的边

际贡献在于: 研究视角上, 现在学界鲜有关于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对中国参与全球

价值链的影响问题的考察, 特别是从微观层面捕捉不同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

异质性特征, 而本文的研究立足于微观层面数据, 能更好地阐释数字基础设施对中

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的影响; 研究内容上, 本文不仅从微观企业

层面讨论了数字基础设施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还进一步地分析了数字基

础设施如何影响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内在机制, 为探寻数字基础设施如何促

进中国企业以更高水平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提供了可能的路径支持; 研究数据上,
本文综合中国海关数据库、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的企业数据和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提供的 UIBE
 

GVC
 

Index 数据库, 构建了可用于研究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

工的样本数据, 丰富并拓展了现有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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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论分析与假说

数字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 以技术创新为驱动, 以信息网络为基

础, 为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提供数字转型、 智能升级、 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

设施体系。 而微观企业作为支撑经济发展、 提供产品服务的主体, 数字基础设施会

对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产生怎样的影响, 需要在理论上予以明晰。 已有研究从比

较优势原理出发, 认为生产运输成本与交易协调成本的降低, 是促使全球价值链分

工产生的基础 (Yi, 2003)。 虽然传统基础设施在降低诸如上述成本方面亦有重要

作用, 但是与传统基础设施相比, 数字基础设施可以进一步从以下两方面降低企业

的上述成本: 一方面, 数据本身所具有的虚拟可复制、 几乎为零的边际成本等特

点, 致使其存在占有上的非竞用性以及使用上的非排他性, 进而使得企业依托数字

基础设施实现在要素尤其是数据生产要素投入和运行上的低成本。 另一方面, 数字

基础设施的集成化应用, 不仅有助于企业通过数据挖掘完成资源信息的收集与整

合, 降低企业的搜寻成本, 还有利于企业实现数据信息的高效传输, 改善企业的管

理与组织架构, 进而降低企业内外的交易成本 (石大千等, 2020)。
随着新新贸易理论的提出, 学者们基于微观视角, 进一步打破企业的同质性假

定, 把目光从传统相对成本优势转移到生产效率上, 提出企业生产效率的高低是决定

企业参与国际分工和出口行为的观点。 而数字基础设施则对企业生产链条上各环节效

率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 从企业生产链条的前向来看, 数字基础设施使得企业生产设

备通过物联网、 工业互联网实现人机互通, 进而使得企业可以通过建立数据中心来远

程操控、 监测生产过程, 提升企业生产效率。 不仅如此, 数字基础设施能够通过信息

与数据之间的转化形成高效的要素连接, 加快数字资本对传统生产要素的替代, 提升

现有生产要素的质量。 在此基础上,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立足于数字基

础设施, 产生学习效应与辐射效应, 不断催生新模式与新业态, 大大提高了企业的

研发与创新效率。 从企业生产链条的后向来看, 数字基础设施能够通过对海量数据

的计算与分析, 更有效地整合价值链上前向到后向的信息, 形成更加精准的供求匹

配。 对生产者来说, 数字基础设施通过数字服务平台的多元匹配, 为厂商提供了动

态定价的可能, 进而能够满足生产者在一定程度上实施价格歧视定价策略。 从满足

消费需求角度来说, 数字基础设施所带来的数字化深度学习的能力, 能够更为准确地

识别消费者偏好, 使消费者可以更加高效地获得信息, 进而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消费

需求。 这样的供求匹配不仅能够优化企业原有的销售经营流程, 还能够进一步提供更

为优质的个性化售后服务, 进而提高了企业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出口绩效 (李坤望等,
2015)。

事实上, 正如前文分析指出, 数字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的根本不同, 不仅

在于自身表现形态上, 更重要的是作为支撑生产要素和经济运行的底层架构和基本

逻辑已经发生了本质变化。 更确切地说, 数字基础设施支撑起来的将是以数字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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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为核心的全新生产力结构和社会生产关系, 具体表现为物联网、 云计算、 大数

据、 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 诸如此类的数字经济运行所需要的核心板块均离不开数

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 比如, 从物联网角度看, 由于其本质是万物互联, 因

此, 其会大大提高各经济主体包括各种设备之间的通达性, 并极大地降低通达成

本。 有了万物互联的基础设施作为基本支撑, 企业就可以尽可能低的成本突破时空

限制, 实现与外部的通达, 包括信息的输入和输出、 分工的协调和协作等。 总

之, 企业可以在降低成本和提升效率的双重利好下, 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

体系。 其他诸如云计算、 大数据、 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 均从不同角度和维度影

响中国企业经济活动的成本和效率, 包括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成本和效率。 数

字基础设施支撑下的区块链技术的应用, 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经济学分析中

一直试图解决但又无法有效解决的 “验证成本” 问题。 有了区块链技术, 就可

以利用分布式网络+非对称加密算法, 将已经形成的信息进行有效串联, 保证信

息的准确性以及不修改性, 对传统经济学中的 “声誉模型” 产生颠覆性影响,
极大地降低验证成本, 提升合作效率。 总之, 在数字基础设施提供的高效联通

下, 经济活动面临的诸如传统交易成本、 搜寻成本、 复制成本、 追踪成本、 运输

成本和验证成本等, 都将大幅度下降, 经济活动的效率也将得到大幅度提升。
毋庸置疑, 各种成本的下降, 从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角度看, 其实就是进入国

际市场的门槛降低, 从而有助于更多企业、 更深度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之

中, 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而效率提升和附加值创造能力的提高, 从企业嵌

入全球价值链的具体位置看, 其实就是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能力的增强, 有助于企

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地位的提高。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1　 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 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价值创造

能力, 从而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 改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假说 2　 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 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

的参与程度。
假说 3　 数字基础设施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 包括价值链攀升和

参与度提升, 从作用机制看, 主要是通过成本下降和效率提升两个方面来实现。
此外, 根据广义比较优势原理可知, 一个国家制造业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

工, 不仅受其所在地区要素禀赋的影响, 还受到影响其要素禀赋优势得以发挥的其

他因素的作用 (苏杭等, 2017)。 而具体到不同国家或者地区, 由于其历史、 文

化、 地缘等因素各不相同, 因此, 区域性的差别化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基础设

施作用的发挥。 比如, 中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存在一定的异质性, 与东部沿

海地区相比, 内陆地区在要素禀赋、 数字化发展水平、 营商环境以及市场化进程等

方面, 都有所差别, 而这些地区层面的差异性因素, 可能会对数字基础设施上述效

用的发挥产生重要影响。 由此, 本文提出假说 4:
假说 4　 数字基础设施效用的发挥会受到区域层面的差异化因素影响, 就中国

而言, 其对东部沿海地区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促进作用可能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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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定

根据上文分析, 本文建立模型 (1), 分别从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度和分工地

位两个维度, 实证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
 

DVAR it =β0 +β1didlicrt+∑controlirt+yeart+industryi+firmi+εijrt (1)

式 (1) 中, i 代表企业, r 代表地区, j 代表行业, t 代表年份。 DVAR it 表示企

业 i 在 t 年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因为该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参与全球价值链

分工的附加值创造能力和利益获取能力, 从而反映着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因此,
本文以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DVAR 作为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表征变量。 didlicrt 表示 r 地
区第 t 年的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指数, ∑controlirt 表示其他控制变量, yeart 表示

年份固定效应, industryi 表示行业固定效应, firmi 表示企业个体固定效应, εijrt 代

表随机误差项。

(二) 主要指标选择及测度

1. 被解释变量

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DVAR)。 本文参考 Upward 等 (2013)、 许和连等 (2017)
的做法,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 分别讨论一般贸易、 加工贸

易和混合贸易这三类贸易类型, 得到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计算公式:

DVAR it = 1-
 MP

A +5% (MT-MP
A)

YO
it

 , shipment=O
 

(2)

DVAR it = 1-
 MO

AM+5% (MT-MO
AM)

YP
it

 , shipment=P
 

(3)

DVAR it =wO (1-
 MP

A +5% (MT-MP
A)

YO
it

) +wp (1-
 MO

AM+5% (MT-MO
AM)

YP
it

)
 

,

shipment=
 

M　 　 　 　 　 　 　 　
 

(4)
式 (2)、 式 (3) 和式 (4) 中, 下标的 i 和 t 分别代表企业和年份, O、 P 和

M 分别表示一般贸易、 加工贸易和混合贸易, wo 和 wp 分别表示混合贸易中一般贸

易和加工贸易的比重。 MP
A 表示企业实际加工贸易进口额; MO

AM 表示实际一般贸易

中间品进口额; MT 表示企业中间投入额; YO
it 和 YP

it 分别表示一般贸易企业和加工

贸易企业总产出。 另外, 根据
 

Koopman 等 (2012) 的研究, 考虑到现实中企业所

使用的国内原材料份额中也有部分来自外国产品, 本文将国内中间投入中含有的国

外产品份额设定为 5%。
2.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基础设施 (didlic)。 数字基础设施是以信息网络为基础, 以传统计算机为

代表的通信基础设施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而成的基础设施。 基

于此, 本文选取 2005—2013 年中国各地区每万户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 光缆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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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与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三个指标作为衡量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基础指

标, 参考戴翔和宋婕 (2021) 的做法, 运用熵权法对每个指标进行客观赋权: 首

先对每个指标 Xrt 进行极差标准化以消除每个指标的量纲不同而带来的偏误, 其中

Xrt =
χ
rt-

 

min
 

(χrt)
max (χrt) -

 

min
 

(χrt)
 

; 其次, 计算每个指标的权重 wr ( r = 1, 2, ……n);

最后计算出衡量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总得分 didlicrt = ∑n
 

r= 1wrXrt。
3. 其他控制变量

根据现有文献的相关研究结论 (戴翔和金碚, 2014; 吕越等, 2018), 本文控

制变量分为地区层面与企业层面。 地区层面控制变量包括: (1) 外商直接投资

( fdi), 在本文中为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额占 GDP 总额的百分比, 并按当年汇率进

行调整; (2) 人力资本投入 (hci), 在本文中为各地区教育经费投入额占 GDP 总额

的百分比; (3) 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gdpi), 在本文中为各地区 GDP 指数。 企业层面

控制变量包括: (1) 企业年龄 (lnage), 在本文中为当年年份减去企业成立时的年份后

加 1 再取对数; (2) 企业规模 (size), 本文中为各企业固定资本总额取对数; (3) 赫

芬达尔指数 (hhi), 本文使用企业资产总额占其所在行业的市场份额进行测算, 用以反

映行业集中度。

(三) 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企业层面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及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 地

区层面的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 以及 CNRDS 数据库, 行业层面数据来源于

WIOD 数据库以及 RIGVC
 

UIBE
 

2016 数据库。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与完整性, 本文

的样本区间设定为 2005—2013 年。

三、 计量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在式 (1) 的基础上, 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首先对基础设施影响全球价

值链分工地位的现实效应进行估计。 单独考虑核心解释变量的影响进行回归, 得

到结果如表
 

1
 

第 (1) 列和第 (2) 列所示。 从中可见, 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

系的数估计值显著为正, 说明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利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的提高, 提升出口企业的贸易利得, 从而说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 确实有

助于提升以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为表征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在此基础上, 本文

进一步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 得到结果如表
 

1
 

第 (3) 列和第 (4) 列所示, 从

中可以进一步发现,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依然在
 

1%水平上显著为

正, 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提高, 确实能够促进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增

长, 从而进一步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产生积极影响。 由此, 前文的理论假

说 1 得到了初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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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准结果分析

项目 (1) (2) (3) (4)

Didlic 　 　 0. 013
 

2∗∗∗ 　 　 0. 158
 

6∗∗∗ 　 　 0. 053
 

9∗∗∗ 　 　 0. 272
 

2∗∗∗

(2. 97) (14. 26) (5. 43) (21. 55)

控制变量 — — 是 是

企业 / 行业 / 年份固定效应 — 是 — 是

观测值 387
 

408 387
 

408 382
 

877 382
 

877

判定系数 0. 001
 

9 0. 027
 

4 0. 020
 

1 0. 031
 

8

注: 括号内为 t 值;∗∗∗ 、∗∗和∗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 1%、 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下表同。

(二) 稳健性检验

1. 替换核心变量

关于企业出口附加值率测算方面的研究已有很多, 在基本思想与处理方法上也

大致相似, 但在其具体计算上仍存在差异。 因此本文借鉴吕越等 (2018) 的研究,
考虑 BEC 产品分类问题与贸易代理商问题, 将 HS 产品编码转换为 BEC, 从而识别

出加工贸易企业与一般贸易企业进口的产品中的中间投入部分, 最终得到企业出口

国内附加值率的测算公式如下:

DVAR=
 

1
 

-
 

MP
A +XO (

MO
AM

D+XO)

X
(5)

式 (5) 中, DVAR 表示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M、 X 和 D 分别表示企业的

进口、 出口和国内销售; 上标的 P 和 O 表示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 MP
A 表示企业实

际加工贸易进口额; MO
AM 表示实际一般贸易中间品进口额。 回归结果如表

 

2 的

第 (1) 列所示。 结果表明, 尽管本文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值与基准回归相比

在数值大小方面略有变化, 但无论是正负性还是影响的显著性方面, 均没有发生改

变。 也就是说, 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提高确实能够促进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的提升, 这再次验证了理论假说 1。
2. 内生性检验

虽然在基准回归中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内生性问题,
但是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 仍可能受到潜在的内

生性干扰。 首先, 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但是反过来, 随着企业更加深入地挖掘数字基础设施所能带来的附加值红利, 这部

分企业的创新与研发能力会随之提升, 从而进一步提升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因此数字基础设施与企业附加值率之间可能存在逆向的因果关系; 其次, 虽然尽可

能地控制了其他影响企业出口附加值率的变量, 但仍有遗漏变量存在的可能。 鉴于

此, 本文构建了工具变量进行回归, 以减少因内生性问题而引起的估计偏差。 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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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变量的选取上, 本文参考 Lai (2007) 的研究思路, 选用各地区夜间灯光的平均

灯光强度, 与各地区平原面积占其行政区域面积比重的交互项, 作为工具变量。 一

方面, 一个地区的地形状况对其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有重要影响, 在其他条件不变

的情况下, 在诸如丘陵和山区等崎岖不平的地带建设数字基础设施, 与在平原地区

建设数字基础设施, 所耗费的成本不同, 前者显然会较高。 而夜间灯光的平均灯光

强度, 体现了一个地区城市化发展水平, 平均灯光强度越高, 说明该地区城市群越

多, 城市化程度越高, 这些城市在地理上虽可能相互分离, 但在功能上却协同合

作, 平均灯光强度越高的地区, 无论在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还是区域产业的协调发

展上, 都拥有着丰富的资源与良好的发展基础, 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承担者

和需求者。 另一方面, 各地区地形状况是由各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所外生决定, 平

均灯光强度的高低与各企业出口附加值率之间并不具有直接相关性, 满足工具变量

选取的外生性条件。 具体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如表
 

2 第 (2) 列所示, 结果表明,
回归结果中核心解释变量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系数估计值仍然显著为正, 说明

在排除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之后, 数字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增加值率的积极影响仍

十分稳健, 进一步证实了数字基础设施对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积极作用。 此

外, 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检验结果表明, 本文所构建的工具变量通过了工具变量识别

不足检验以及弱工具变量检验, 说明本文工具变量的构建是合理的。
3. 考虑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给各国企业带来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冲击: 一方面, 金融危

机不仅导致居民收入与企业流动性的紧缩, 还抑制了各国对企业出口产品的需求,
造成企业产品积压, 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企业出口产品的相对价格; 另一方面, 金融

危机导致本国货币的被动升值, 抬高了企业的出口成本。 而在这一过程中, 数字基

础设施作为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的先进生产工具开始逐渐发展并

推广。 为了考察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前后, 数字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

影响效应是否有所不同, 本文设定了国际金融危机虚拟变量 (Financialcrisis)。 具

体而言, 以 2008 年为分界, 在 2008 年之前将其设定为 “0”, 否则为 “1”。 具体

检验结果如表
 

2 第 (3) 列所示。 结果表明, 国际金融危机虚拟变量的系数估计值

显著为负, 与理论预期基本吻合; 而在加入虚拟变量回归后,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数

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系数值仍未发生本质变化。 因此可以认为, 数字基础设施对

企业出口附加值率积极作用的发挥, 并未受到金融危机负面冲击的影响, 或者说,
数字基础设施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并不受金融危机的干扰, 检验结果表

现出较高的稳健性。
4. 更换回归方法

考虑到本文被解释变量具有值域在 0~1 之间的特性, 本文采用 Tobit 广义线性回

归模型进行 0~1 左右截尾的再估计, 以更好地反映变量的边际变化规律和避免样本

的选择性偏误。 回归结果如表
 

2 第 (4) 列所示。 从中可见,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数字

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估计系数在 1%的水平上仍显著, 这进一步说明了数字基础设施

对以企业出口附加值率为表征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积极影响效应十分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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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稳健性检验

项目
(1) (2) (3) (4)

替换核心变量 内生性检验 金融危机冲击 更换回归方法

Didlic

Financialcrisis

LM
 

统计量
Wald

 

F 统计量

控制变量

企业 / 行业 / 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判定系数

　 　 0. 032
 

9∗∗∗ 　 　 0. 649
 

4∗∗∗ 　 　 0. 272
 

2∗∗∗ 　 　 0. 514
 

9∗∗∗

(3. 87) (4. 82) (21. 55) (43. 69)
-0. 122

 

5∗∗∗
— — ( -13. 06) —

2
 

587. 511— 3
 

476. 233 — —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382
 

877 381
 

404 382
 

877 382
 

877

0. 056
 

1 0. 029
 

1 0. 031
 

8 —

注: 表中列 (1) 至列 (3) 的括号内为 t 值, 其余为 z 值。

(三) 异质性检验

1. 区分地区发展水平

“七五” 计划时期, 国家根据自然地理位置、 地区经济建设等标准将全国划分

为东部、 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带①。 东部地区凭借自身区位优势, 大力发展多种所

有制市场经济, 全面对外开放, 打下了坚实的产业发展基础并积累了丰富的要素禀

赋。 相比之下, 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不仅产业基础薄弱、 产业结构相对落后, 对外

开放程度与劳动力平均素质也较低。 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兴起, 东部地区凭借资源

禀赋优势能够迅速适应数字化, 相应地, 东部地区企业能够依靠更为完善的数字基

础设施配套体系, 提高自身的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 参与国际分工, 从而提高企业

出口产品的国内附加值。 不同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 中、 西部地区不仅未形成良

好的产业分工格局, 而且要素禀赋低、 产业集聚程度不高与较为分散的城市地缘,
致使其数字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困难重重。 因此, 为了进一步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对

以企业出口附加值率为表征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对地处不同地区的企业

是否同质, 本文从区域划分层面进行进一步异质性检验。 考虑到中、 西部地区样本数

量较少且具有共性特征, 本文构建了地区虚拟变量, 将地处东部地区的企业赋值为

“1”, 其余为 “0”, 分别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 3 第 (1) 列和第 (2) 列所示。
结果表明, 对于拥有良好产业基础的东部地区来说, 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提升,
能够显著促进以企业出口附加值率为表征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 而在欠发

达的中西部地区, 核心解释变量系数虽为正值但不显著, 说明尚无证据表明, 数字

基础设施对该地区以企业出口附加值率为表征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是有提升作用

的。 这一结果与前文理论预期基本相符。 由此, 前文理论假说 3 得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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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区分企业所有制

在不同企业所有制结构下, 产权关系、 经营环境和组织管理等方面的差别, 致

使企业具有不同的研发激励与投入产出效率 (孙晓华和王珣, 2013)。 为检验数字

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附加值率的积极效应是否会受到企业所有制的影响, 或者说在

不同所有制企业间是否会表现出影响的差异性, 本文借鉴沈国兵和袁征宇 (2020)
的做法, 将企业样本分为两组, 即将国家资本与集体资本占比不少于 50%的企业

划分为国有企业, 其余为非国有企业, 并分别控制变量进行回归。 具体回归结果如

表 3 第 (3) 列和第 (4) 列所示。 结果表明,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

的系数估计值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且在非国有企业核心解释变量系数更大,
这说明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 数字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 均能有效提升以

企业出口附加值率为表征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但在非国有企业中数字基础设施所

能发挥的作用更大。

表 3　 异质性分析———地区发展水平、 企业所有制

项目
(1) (2) (3) (4)

东部地区 中、 西部地区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Didlic 　 　 0. 277
 

5∗∗∗ 　 　 0. 050
 

2 　 　 0. 168
 

3∗∗∗ 　 　 0. 317
 

4∗∗∗

(20. 93) (1. 01) (4. 34) (18. 4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 / 行业 /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54
 

508 28
 

369 98
 

019 284
 

858

判定系数 0. 035
 

1 0. 003
 

4 0. 017
 

0 0. 035
 

3

注: 括号内为 t 值。

3. 区分企业密集类型

数字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附加值率的影响, 在不同密集类型的企业间是否存在

异质性? 为检验这一点, 本文参考江静等 (2007) 的做法, 将制造业企业分为劳

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三种类型, 并分别进行回归, 具体结果如表 4
所示。 从中可见, 无论在哪种要素密集类型的企业样本组,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基础

设施发展水平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对不同要素密集类型企业的出

口附加值率都有促进作用; 而其在劳动密集型样本组中促进作用最大, 其次为技术

密集型, 最后为资本密集型。 可能的原因在于, 中国在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

初步发展阶段, 资本与技术相对匮乏, 但人口红利的存在致使劳动力成本较低, 因

此, 各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选择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来发展和巩固自身工业基础、 提升

地区国际分工参与度。 这种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导致劳动密集型企业在我国制造业

企业中占比较大。 另一方面, 伴随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 劳动力成本随之

有了大幅提高, 因此, 提高数字化发展水平以尽可能抵消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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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影响, 成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从这一意义上说, 数字

基础设施在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应用需求可能会更强, 由此表现出数字基础设施对提

高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出口附加值率更为显著。

表 4　 异质性分析———企业密集类型

项目 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Didlic 　 　 0. 321
 

1∗∗∗ 　 　 0. 172
 

8∗∗∗ 　 　 0. 257
 

9∗∗∗

(17. 05) (7. 75) (9. 8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企业 / 行业 /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170
 

980 106
 

458 105
 

439

判定系数 0. 058
 

5 0. 004
 

6 0. 038
 

6

注: 括号内为 t 值。

(四) 对价值链参与度影响的进一步分析

前述分析结果证实了基础设施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而参与全球

价值链不仅表现为分工地位, 同时还表现为参与程度, 而且参与程度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体现 “扎根” 全球价值链的 “稳链” 性。 为此, 本文采用 Wang 等 (2013)、
Koopman 等 (2014) 的方法所计算出的价值链关联指数来衡量行业层面的全球价

值链参与程度 (GVC_Pat), 并进一步将其分解为价值链前向关联指数 (GVC_
Pat_ f) 和价值链后向关联指数 (GVC_Pat_b), 作为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

的表征变量。 将价值链关联指数所分解出的价值链前向关联指数 (GVC_Pat_ f)
和价值链后向关联指数 (GVC_Pat_b) 作为前述计量方程 (1) 的被解释变量, 分

别进行回归估计。 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无论前向还是后向的价值链关联指数

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数字基础设施确实能够显著地促进中国企业对全

球价值链分工的参与程度。 据此, 前文理论假说 2 得以验证。

表 5　 进一步研究

项目
(1) (2) (3) (4)

GVC_Pat_ f GVC_Pat_ f GVC_Pat_b GVC_Pat_b

Didlic 　 　 0. 054
 

1∗∗∗ 　 　 0. 003
 

4∗∗∗ 　 　 0. 061
 

4∗∗∗ 　 　 0. 006
 

5∗∗∗

(63. 29) (4. 67) (72. 95) (10. 4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 / 行业 / 年份固定效应 — 是 — 是

观测值 382
 

877 382
 

877 382
 

877 382
 

877

判定系数
 

0. 209
 

2 0. 985
 

0 0. 392
 

9 0. 986
 

3

注: 列 (1) 和列 (3) 括号内为 z 值, 列 (2) 和列 (4) 括号内为 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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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影响机制分析

前文分析证实了数字基础设施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积极影响,
具体表现为对以提升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为表现的分工地位, 以及以前向参与度和后

向参与度为表现的 “扎根” 效应, 都有显著的积极效应。 那么, 数字基础设施所

产生的上述积极效应, 是否通过前文分析指出的成本下降和生产效率提升两种主要

机制而发挥作用? 为此, 本文接下来将着重从以企业出口附加值率为表征的价值链

分工地位层面, 进一步实证检验两种机制的作用。

(一) 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的机制分析

为了验证企业生产成本的中介作用机制, 本文选用成本费用①占营业利润的比

重作为衡量企业生产成本的指标, 其表示企业取得单位销售利润时所需付出的代

价, 反映了企业对其生产成本的控制能力。 由此, 本文具体选用成本费用占营业利

润比重的倒数作为检验该机制的中介变量, 并构建模型 (6) 和模型 (7):
　 　 　 Costproit =β0 +β1didlicrt+∑controlirt+yeart+industryi+εirt

 (6)

　 　 　 DVAR it =β0 +β1didlicrt+β2Costproit+∑controlirt+yeart+industryi+εirt
 (7)

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 由第 (1) 列可知, 数字基础设施在 5%的水平上显著

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由第 (2) 列可知, 数字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附加值率的

影响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实

现企业出口附加值率的提升, 即国际分工地位的改善。 因此, 以更低的成本参与国

际贸易, 打开出口市场, 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制造业更加深度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分

工, 对面临世界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周边环境复杂动荡的中国来说至关重要。

(二) 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的机制分析

如前所述, 数字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附加值率的影响不仅仅是通过生产成本降

低实现的, 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是另一个重要途径。 为检验这一点, 本文参考

Levinsohn
 

和
 

Petrin
 

(2003) 的方法, 选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企业生产效率的指

标, 在 Olley
 

和
 

Pakes
 

(1996) 所提出的两步一致估计法 (以下简称 OP 法) 基础

上, 运用中间品投入额替代投资额作为生产率的代理变量, 以克服 OP 法中零投资

额样本被遗漏的缺陷。 据此, 本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 (8) 和模型 (9):
　 　 　 　 TFP it =β0 +β1didlicrt+∑controlirt+yeart+industryi+εirt

 (8)

　 　 　 　 DVAR it =β0 +β1didlicrt+β2TFP it+∑controlirt+yeart+industryi+εirt
 (9)

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 第 (3) 列显示, 数字基础设施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显著地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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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6 第 (4) 列的结果, 企业生产效率对企业出口附加值率的提升同样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显著地提高企业生产效率, 提升企业出

口附加值率, 从而进一步促进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 据此,
前文理论假说 3 得以验证。

表 6　 中介机制检验

项目
(1) (2) (3) (4)

Costpro DVAR TFP DVAR

Didlic

Costpro

TFP

控制变量

企业 / 行业 / 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判定系数

　 　 0. 009
 

1∗∗ 　 　 0. 278
 

7∗∗∗ 　 　 0. 563
 

5∗∗∗ 　 　 0. 258
 

5∗∗∗

(2. 01) (22. 23) (24. 51) (20. 42)
0. 052

 

1∗∗∗

— (10. 60) — —

0. 026
 

3∗∗∗

— — — (26. 81)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387
 

284 387
 

284 387
 

408 387
 

408

0. 005
 

9 0. 031
 

5 0. 047
 

9 0. 031
 

3

注: 括号内为 t 值。

五、 结论与启示

当前, 世界经济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一方面, 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逆流,
另一方面, 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正在加速发展, 有望为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

提供新的动力。 在此背景下, 全球价值链进入加速重构期。 作为已经深度融入全球

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中国而言, 亟待攀升至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以适应高质量发展阶

段的新需求。 在此背景下, 能否抓住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 从

而依托加快与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能力, 是摆

在理论和实践部门面前的重要课题。 在理论分析基础之上, 本文进一步通过匹配中

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及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的企业微观样本数据, 实证探讨了数字

基础设施对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及其相关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 数

字基础设施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价值链分工地位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并且该结论在

各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 异质性分析显示, 现实效应在不同要素密集度的地

区、 企业与制造业行业之间均表现出差别化的作用力; 机制分析表明, 制造业企业

成本的降低与效率的提升是上述效应的重要传导渠道。 在数字经济兴起的新发展趋

势和背景下, 本文的研究不仅拓宽和深化了对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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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认识, 而且对于如何利用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 以提升中国企业参与全

球价值链分工的能力, 进一步实现 “稳链” 和 “强链”, 也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第一, 加快建设和完善数字基础设施。 如今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正发生着深

刻复杂的变化, 实现创新驱动、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从而进一步推动实现中国制造

业企业更高层次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 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两种

资源, 就必须高度重视数字基础设施的战略性、 基础性及先导性作用。 数字基础设

施的建设, 对中国能否抓住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先机, 能否据此构筑开放发展新

优势, 并助力中国在重构全球价值链中做出更大贡献, 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意

义。 应该说, 面临全球价值链重构, 中国既面临着挑战, 也面临着机遇。 加强数字

基础设施的建设, 以此夯实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和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基础能

力, 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第二, 注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的区域协调。 尽管过去几十年中国对传统

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较大 (Huang, 2017), 但随着传统基建领域的能效逐渐减弱,
抓住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契机, 不仅可以有效减少生产要素的投入、 提升企业

的生产效率, 还可以更好地支持科技创新、 绿色环保以及消费升级, 在补短板的同

时为新动能助力, 从而更好地发挥数字基础设施的乘数效应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需求、 适应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本文研究发现, 数字基础设施在影响企业

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作用力方面, 仍然存在着显著差异, 这显然是与前一轮经济发展

过程中, 东、 中、 西部地区在包括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具有差异等因素有关。
目前, 中国亟待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以重塑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 而依托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 显然应该注重区域协调发展, 不能让 “非均衡” 影响到畅通国

内大循环以重塑竞争新优势, 影响到不同区域参与国际化的能力。
第三, 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开放融合创新。 随着当今世界多边贸易体制

的发展与国际分工的形成, 各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各国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 其中, 数字基础设施所提供的低协调成本、 高效的产品服务流动和更加快速安

全的信息传输, 是当今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必要条件, 数字技术作为技术的

战略重点, 也正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 而在开放条件下, 一国的技术进步和自主创

新绝非封闭式的, 而是需要在开放融合创新中寻求进步。 更何况, 数字技术本身就

具有开放式的特点。 这就要求在数字技术领域, 加快融入全球创新链, 在强化国际

合作中整合和利用全球高端资源, 提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和质量, 夯实中国企

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基础。 当然, 数字技术的开放合作与其他领域的开放不同,
可能会面临着更大的风险, 因此需要处理好科技自强自立与开放融合创新的统一辩证

关系。 至于如何把握好这种辩证关系, 已经超出了本文研究范围, 需要专文探讨。
当然, 一方面, 由于尚缺乏对数字经济理论的系统探讨, 另一方面, 囿于微观

企业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数据的可获得性, 本文既未提出数字基础设施对企业参与

价值链影响的具体理论框架, 也无法采用更新的数据对数字基础设施影响中国全球价

值链参与进行进一步分析。 随着理论体系的逐步完善和数据可得性的逐步增强, 诸如

上述问题将是未来研究的重要趋势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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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data
 

from
 

China
 

Customs
 

database
 

and
 

China
 

Industrial
 

Enterprise
 

Database,
 

this
 

paper
 

adopted
 

two-way
 

fixed
 

effect
 

and
 

Tobit
 

generalized
 

linear
 

regression
 

estimation
 

method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on
 

Chinese
 

enterprises’
 

global
 

value
 

chain
 

divi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infrastructure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value
 

chain
 

division
 

position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nd
 

this
 

conclusion
 

still
 

holds
 

under
 

various
 

robustness
 

test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realistic
 

effect
 

has
 

different
 

forces
 

in
 

different
 

factor
 

concentration
 

regions,
 

enterprises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th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cost
 

reduction
 

and
 

efficiency
 

improvement
 

are
 

the
 

important
 

transmission
 

chan-
nels

 

of
 

the
 

above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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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f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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